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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摆拍看纪录片的两种真实从摆拍看纪录片的两种真实
◆邵明亮

纪录片能否使用摆拍？在很多学者看来：“造假”就

是造假！然而在现实中，仍然有使用摆拍手法拍摄的纪

录片屡获大奖，获得观众和市场的认可。真实性一直被看

作是纪录片最本质的属性。但究竟“何为真实”？仁者见

仁、智者见智，实在很难讨论出个定论。因此，纪录片导

演们仍然在按自己的理解和方式去拍摄和创作，用行动

践行着他们所认知的“真实”。

2012年10月，由我国青年导演金华青执导的纪录片

《花朵》，击败全球众多知名电视台选送的数百部作品，

最终摘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唯一大奖。《花朵》讲述的

是河北吴桥一所杂技学校里发生的故事，练习杂技的孩

子们用脆弱的肩膀承担起家庭的希望，让人们通过影片

了解到了他们艰苦的人生际遇。“《花朵》以冷静的纪实

手法，表达了对人类普通的生存境遇的关怀”，金华青这

样描述自己的这部作品。

一、使用摆拍引发的争议

为了更好的“讲故事”，金华青在《花朵》中多次使

用了“摆拍”这种颇具争议的拍摄手法。“所谓摆拍，就

是摄影（像）师根据自己的设想，创设一定的环境，设计

一定的情节，让被拍摄者表演，最后由摄影（像）师拍摄

完成的过程①。”可以看出，摆拍的实质是拍摄者对于记

录事实的介入和干预，这正是在纪录片使用摆拍的反对

者们抗拒摆拍的根源。

比如，金华青一再强调自己是谨慎的，根据人物身

份进行了小范围的“情景再现”，但和更多支持使用“挑、

等、抢”的拍摄方法记录事实的导演不同，他的这种做法

令很多苛求真实的人感到不解。在绝对反对摆拍的导演

们看来，任何一个预设性话题、情景设计、突击拍摄都是

对于真实的干涉，是纪实纪录片所不能容忍的。

但在笔者看来，纪录片实际上是一种艺术表现形

式，但艺术不能跟生活划等号。纪录片实际上代表的仅

仅是一种影像的真实，它只是生活的一种有限表达和局

部反映，不可能代替真实的生活。那么，问题来了：如果

说纪录片本身就不是真实的记录，那么摆拍的使用会否

加深、加重这种“不真实”？

在现实中，真实无处不在、但却又稍纵即逝，我们

不可能永远都抓拍到想要的真实场景和画面。因此，适

度的摆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重现、反映已逝的真实。然

而，这并不能因此就认为摆拍是必须的，这要考虑到拍

摄的主题、内容和环境，以及“适度”。也正是对于这个

“度”的不同理解，除了能否使用摆拍的主要争议以外，

纪录片现实操作层面对“度”的不同把握造成的争议也

随之而来。

二、纪录片“两种真实”的建构

学者张卫东等人认为，“纪录片真实性是一个多维度

的集合概念，它是主创人员恪守的基本准则，是以真人真

事为对象，通过主创人员的选择，使之符合事物逻辑发

展的真实品性，是纪录片的根本属性②”。作为主创人员，

如果选择的摆拍能够符合事物发展的真实规律，那么摆

拍就不应该成为否定纪录片真实性的依据。换言之，不

能因为纪录片中使用了摆拍就否定它的真实性，同样也

不能因为纪录片没有使用摆拍而肯定它的绝对真实。

笔者认为，剔除一切人为设置的各种评价指标，纪

录片的真实性无外乎两种：一种是基于事实层面的真

实，另一种是呈现的价值层面的真实。基于事实层面的真

实是指在拍摄过程中由于拍摄的需要，在基于客观事实

之上一定程度的介入拍摄的环境和被拍摄对象而展现出

来的真实；价值层面的真实是指纪录片客观反映并把握

了社会现实，并通过某种方式很好地传递了一种被人们

普遍认可的真实的“理念价值”。

下面，笔者结合纪录片《花朵》来具体阐释一下上文

对纪录片两种真实性的理解和看法。

1.基于事实层面的真实。如果适度的摆拍是立足于现

实和过去的真实的存在，并且可以更好地向观众展现事

物发展的过程、状态，那么这种摆拍也可以支撑建构起

一种基于事实层面上的真实。

纪录片是作为创作主体对事物的一种认知呈现。

首先它是基于存在或存在过的事实而拍摄的，这就在

一开始赋予了它原始的真实性。如果我们在纪录片中

过于苛求真实，那么，除了纯粹拍摄自然风光的片子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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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，纪录片很难做到完全记录事实。因为，镜头的存在

本身就已经介入了被拍摄的环境，肯定会对拍摄对象

的呈现施加影响。

因此，判断纪录片真实与否的标准不是拍摄者有没

有影响拍摄对象，而是拍摄者介入程度的深浅问题。比

如，一些演员在上镜之前都会化装（化妆），这是一种可

允许的浅度介入，这种化装（化妆）其实是为了更好地向

观众呈现导演所要表达的那种真实，我们并不能因为是

化装（化妆）的演员就否定影片所反映的内容的真实。

《花朵》中有一幕场景，讲的是男主人公蔡成祥由

于练习草帽动作不成功，加入了原本正在练习钻筒的3人

小组，但老师告诉他们，由于加入了一个人，所以最后要

淘汰掉一个，原本练得好好的3个人不得不重新竞争。于

是出现了片中比较有争议的“谈判”一幕。其中一个小孩

劝蔡成祥回去练草帽，埋怨他的到来打乱了他们原先的

练习，在蔡成祥表示草帽练不好时，第一个小孩又催促

另一个小孩去做说客，于是另一个小孩又建议蔡成祥去

练高椅。

对于这个片段，金华青承认有摆拍的成分，谈判是他

组织的，但并不是由他安排的，他认为摆拍在国外是正常

的纪录片拍摄手段，但目前在国内的认可度并不高③。而

笔者认为，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，虽然导演参与了组织这

一场景，但他并未就谈话的内容进行干涉，小朋友们之间

的对话其实是他们压抑在内心的真实情感表达。

这一幕其实很好地表现了这几个小朋友在面对名额

竞争时所表现出来的对另一个新加入者的排斥，也让我

们看到小主人公面临其他小朋友排挤时的无奈和酸楚，

这是他们各自内心想法的具体而真实的呈现。

可以想象，即使没有这么一个场景的安排，另外的

几个小朋友也一定会找到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展开类似的

谈话，这个场景搭建的目的是导演在充分了解被拍摄者

的前提下，让他们的情感和想法最真实、集中地展现在

大家面前。可以看到，这个场景的效果达到了。因此，我

们不能因为场景是导演组织的就否定场景里发生的真

实内容。

2.呈现的价值层面的真实。当一部纪录片在事实的基

础之上传达出了关于世界的客观认知，并向受众呈现了

一种真实的“理念价值”，那其中适当且恰当的摆拍成分

是不必锱铢必较的。

对此，或许有人会反驳说：纪录片的职责就是客观

记录，绝不能加入主观的意志而传播给受众。但笔者认

为，“纪录片的真实性所界定的范畴，可以是它记录对象

的真实、记录手段的真实、反映问题的真实等等，却不能

用来界定它所传达的思想、情感和精神④”。本文界定的

“理念价值”并非是宣传层面上的那种价值观的输出，它

体现的是纪录片传递的一种与受众的情感互动，这种互

动可以是导演预设的，也可以是纪录片的自然流露。

举个例子，当我们观看一部反映弱势群体的纪录片

时，导演让我们了解弱势群体的生存境况和故事，从而引

发我们对于影片内容的思考，甚至进行某种社会动员；当

我们在观看一部纯粹记录自然风光的纪录片时，我们或

许很难找到导演要加之于我们的某种意志或理念，但是

当我们看到自然的美，我们会心生出一种对自然的敬畏

和喜爱，这两种情境就是纪录片与受众进行的典型的情

感互动。

很明显，《花朵》所表达的这种“理念价值”（情感

互动）是导演提前预设了的，即导演所说的：表达对人类

普通的生存境遇的关怀。“这部片子讲了一个生存和竞

争的故事，任培苑、蔡成祥和这群孩子就像花朵一样，他

们进入杂技学校，身负父母的希冀，苦练杂技，等待被挑

走⋯⋯再卑微的人也有追求梦想的权利⑤”金华青也如是

说道。

片名《花朵》的选取，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拍摄者

的“理念价值”：我们习惯把孩子称作花朵、称作祖国的

未来，然而在这个宏大叙事的大时代里，不仅有辉煌的

建设成就和漂亮的GDP数据，也仍然有生活在贫困里的

孩子，他们即便是我们嘴里所称的祖国的花朵，代表着民

族的未来，但他们的生活同样充满艰辛、无奈甚至是痛

苦。在这样一部纪录片里，导演想给观众呈现的是小人

物在大时代背景映衬下的清晰剪影。我想，这也是这部

纪录片之所以在联合国斩获大奖的最主要的原因。

当这部纪录片看到最后，尤其是当观众在其中体会

到了一种真实的“对人类普通的生存境遇的关怀”之后，

就很难再去揪住某一个“摆拍”的场景而去大做文章了。

因为，这部纪录片带给了观众一种意料之外的感动和启

示；而作为受众，在这种情感互动中收获了纪录片所传递

出的那种真实、纯粹的理念和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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